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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大公报》中的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为实例，探讨女性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如何走出传

统大家庭，接受新式教育，步入社会，成为职业女性，及各自婚姻家庭的实际状况，并对其家庭角色做类

型分析，进一步解读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知识女性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和所扮演的家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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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社会转型中，很多女性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挣脱传统家庭的束缚，进入社会，

选择不同的职业，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实现了个人的价值。同时，她们

也扮演了不同的家庭角色。本文拟以服务于《大公报》的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如吕碧城、

蒋逸霄、陈学昭、彭子冈、杨刚
1
等人为实例，探寻女性在近代社会转型中走出传统家庭，

接受或者是发展新式教育，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以及生活道路，独身或者通过自由恋爱，建

立小家庭的一般规律。从而透视出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知识女性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及其扮演

的家庭角色，在幸与不幸之中，肩负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责任。 

 

一 

 

本文所要讨论的这几位女性，或者是《大公报》的专职记者、编辑，或者是驻国外特

约记者、兼职撰稿人。她们的童年经历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

从传统家庭中走出来的新女性。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家庭于她们的实际作用与影响进行一番

探讨。 

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庭不仅仅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且还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心，牵

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因此家庭的力量十分强大，家庭的制度也比较稳固。我们所要讨论

的这几位《大公报》的女编辑、记者和兼职撰稿人都先后出生于 1883 年到 1914 年的 30 多

年中间。其间，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家庭观念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然而传统的家庭制度尽管面

临巨大冲击，不断走向崩溃，可是却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一些传统的家庭观念虽然被迫

发生改变，但是依然左右着、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由于她们都来自传统大家庭
2
，所

以不得不受到了传统家庭的制约和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思想的影响。 

彭子冈的父亲在有了两个女儿之后，对妻子威胁说：如果再生女孩，他就要娶姨太太。

显然，在父亲们的思想观念里，女孩子的出生并不是让人欢喜的事情，因此不溺死已经算是

万幸了，而生育女孩的责任也被完完全全推到了妻子们的身上。不仅作父亲的有如此轻视女

孩的思想，而且有些同样身为女性的老祖母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杨刚的祖母就视女孩为“赔

钱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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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家庭中，她们由于性别的原因而遭到极度的轻视，生存的合理性几乎受到质疑，

因而受到了许多屈辱和极不公平的对待。陈学昭就曾在幼年遭到哥哥们的多重虐待，当他们

“一事不如意的时候，激烈的忿怒便压抑不住，掷东西，拍桌子”。大哥在她很小的时候就

想把其当作商品一样，要随意许配给自己同事的亲戚或兄弟；而其三哥也时常以莫须有的罪

名痛打她，甚至无缘无故不让她吃饭。在唯一能帮助自己的母亲瘫痪后，她深深地感受到了

身为女孩的自己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凉。她尝言：“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我从此在家庭

中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

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
3

正因为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从小就对传

统家庭失去那种天然的亲近感，相反倒有了一种本能的反抗意识。加上当时反抗传统家庭制

度的舆论大行其道，家庭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好象“二十世纪生下来的人，差不多个个都

有着改革大家庭制度的一个革命的观念”。
4
这种冲破传统家庭束缚的观念不仅为这些新女性

所接受，而且被她们不断地发扬光大，并在她们后来撰写的文章里充分地表现出来。有的人

甚至把反抗传统家庭对女性的压迫作为自己从事写作和开始记者生涯的原动力：“我觉得在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女人的痛苦是多种多样的，处境的艰难是无法形容的。我反抗这个

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封建家庭给女人的压迫。就这样，我开始写东西，不断的写。”
5
当

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的写作思想更加丰富，文笔日渐成熟，视野也越来越宽广，不再

仅仅局限于家庭而是逐步转向了社会，但是这种对传统家庭妇女的深切同情和对新女性抗争

的极力赞同，则直接导源于这种在传统家庭生活中所孕育、生成的对传统家庭乃至社会的叛

逆心理。 

我们也不应该彻底否认，在传统家庭中，家庭成员一方面给她们以性别压迫和歧视，

另一方面也为她们提供了一些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她们都出生在传统文人或

者是官宦之家，比较强调诗书传家，向往斯文，有的家庭本身就建有家塾。因此，对她们而

言，家庭成为“陶冶人最初的人文环境”
6
。另外，在当时，很多年轻男性已经越来越多地

接受新式教育，他们在择偶的时候，开始希望自己的配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些传统家庭

的家长们逐步认识到：如果再继续顽固地秉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女儿在长大婚配

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没有接受起码的教育而跟不上急剧变化的时代潮流，乃至影响到其婚姻

的缔结。因此说，就是出于“迎合主顾的爱好”和“早日打发出门”
7
这样的考虑，也必须

要使她们接受一定的教育，或者是染上一点“书卷气”。 

陈学昭的父亲在去世的前夕，曾千叮咛万叮嘱地对她的哥哥们说：要给妹妹读书。陈

学昭清楚地知道父亲的意图：“将来嫁我时只要分点书画给我，别的什么也不用给我。”
8
当

然在读传统书籍的过程中，她们间或得到过哥哥们的指导。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她们的家

庭中，由于祖辈、父辈的长期积累，藏书都比较丰富。有的家庭还建有书房，如一代才女吕

碧城的父亲在家中建了一个“长恩精舍”，所藏善本、抄本图书大约有 3万多册。这在客观

上也为她们识字读书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陈学昭就曾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在学校里读

的书是有限的，书读的较多，还是在家里。”
9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这几位女编辑、记者从童年时代起大都开始接受了一些最

基础的启蒙教育，阅读了一些被奉为传统思想文化经典的书籍，如“四书”、“五经”、《烈女

传》、《女孝经》等。显然她们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是非常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比较呆板，甚至

是枯燥乏味的，“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

口气。撂下饭碗又去念书⋯⋯我们每天要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

准许我们中间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
10
。 

正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她们掌握了一定的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知识，并且对

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乃至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等问题开始有了一些考虑。她们甚至得到“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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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是我生平最反对的一个女子，在幼年时，便觉得她所做的女诫七篇，把女子束缚得简直

一些自由也没有”
11
的认知。在朦朦胧胧中，她们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

“那些为争权夺位名利而君臣相弑、父子相残、夫妻相害、兄弟相杀的事，那些尔虞我诈的

社会现象，那些嫉妒、欺骗、说谎、造谣、诬陷等的卑劣行径，都给她（指陈学昭）留下很

深的印象，使她从小就懂得对人生的善恶美丑要爱憎分明，做人要疾恶如仇。”
12

除了一些常见的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书籍之外，她们还想方设法找一些遭到家长禁止

接触的书籍来偷偷阅读，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如蒋逸霄所阅读的“《红楼梦》和《西厢

记》是从大哥的书箱里偷出来的，其余的书都是自己在镇上的小书铺里买来。”
13
陈学昭甚至

在被哥哥们百般刁难的情况下，仍要坚持读书学习，“凡是我能拿得到的书，我都拿来看，

看书着了迷，甚至吃饭时也看书。每当我吃饭，旁边放一本书，我的三哥特别凶，就拿起碗

来往我头上掷。有时，罚我跪一支香二支香，饿我，不让我吃饭，要我讨饶，我不讨饶，宁

愿跪，常常总是婶母来劝才收场。”
14
虽然充满苦涩，但是启蒙教育特别是家塾教育，使得

她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领悟，并促使她们成长。 

吕碧城“自幼即有才藻名，善属文，工诗画，词尤著名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

相传诵”
15
；陈学昭“每读一篇文章，或一篇赋，一首诗，一首词，总要寻根究底，为什么

那样写？有时把读到的文章、诗、词的内容和自己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所接触到的一些事

物联系起来，幼稚的心灵好象有了新的发现。”
16
这样，就为她们以后从事文化事业打下了深

厚的文学基础和文字功底。当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记者、编辑作为自己的职业时，这种传

统的家庭教育加上新式的近代化教育使得她们如虎添翼，妙笔生花。蒋逸霄是《大公报》初

期三位有名的才女之一，以关注社会各阶层女性见长。1930 年 2 月 8 日至 11 月 14 日，《大

公报》共分 59 次，连载她的长篇通讯《津市职业妇女的生活》。她所调查的对象包括洗衣妇、

女巫、女职员、女交际员、鼓姬、歌女、女记者等。她文笔清丽，特点突出，所撰写的文章，

深受读者喜爱。杨刚的文章更是大气磅礴，充满朝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她的 700 多行

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

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
17

 

二 

 

无庸讳言，这些知识女性接受启蒙教育最初和同时代的其他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是为了“能够认识几个字，记一笔日用帐，看得懂一封信，免得将来受人欺侮蒙蔽而已”
18
，似乎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然而却孕育了她们最初的对新思想向往和追求的愿望，因此，

当所得到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她们对新知的渴求时，她们便开始寻找获得新知的途径，不断

地尝试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求取新知。 

吕碧城 12 岁时父亲逝世，叔父霸占了她们的家产，母亲遭劫掠。此后，她就投靠了

在塘沽作官的舅父，“冀得较优之教育”
19
。1903 年为研究新学，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舅父

家，以脱离家庭的方式独自到天津求学，“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

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翌日逃登火车”
20
。但是由于吕碧城“国

学根柢已相当深厚，当年京、津间已没有她可进的学校”
21
，于是，这样一位“手散千金而

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
22
的女性，在英敛之等人的支持下，遂萌生自办女学之心，并

撰文就女子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非常独到的意见和看法，先后刊登在《大公报》上。 

吕碧城在文章中提出，中国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就是由于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女子不事生业，嗷然待哺于人，一生之苦乐，胥视一人之好恶。”所以，女子教育就是要

“授以实业使得自养”，“必能自养而后能自立，能自立而后能讲立身之道”。
23
有鉴于此，女

子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体现德育、智育、体育并重的精神。在德育方面，应该包括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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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哲学、历史、传记、音乐、诗歌；在智育方面，应该包括算术、理科、美术、地理、

外语；在体育方面，应该包括体操等。至于德育本身也不能有男女分别和性别歧视。她的这

些文字突出地把女子接受新式教育和谋求摆脱男性束缚，争取自身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具有一定的时代先锋的味道。 

蒋逸霄为了求学，知道“要向家庭请求供给是绝对的没有希望，⋯⋯便向一个知己朋

友借了一百块钱，偷偷地到上海去投考”。
24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女性具有强烈的

求知欲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不惜采取一些常人看来有些不太妥当的举动。 

走出家门的她们，除非象吕碧城那样本身具有相当高的才学，可以在《大公报》找到一

份工作，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独立于自己的家庭，在遇到困难时，还不得不需要依靠家

庭成员的帮助。因此，在求取新知，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这几位女编辑和记者似乎也并

没有完全脱离原有的家庭。她们在那时还无法完全自立，所以不得不接受家庭对她们的资助。 

蒋逸霄在进入无锡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后，每年需要的几十块钱零用，都是由她的母亲为

她私下筹措的，因为父亲不太主张女孩子读书。后来，她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

其母依然为她私下筹划费用，并按时邮寄。1921 年秋，当陈学昭进入爱国女学文科学习的

时候，她的二哥除了给她付清学费、膳费外，还留下一些钱给她做零用。“二哥给我读了几

年书，在这件事情上我永远感激他。”
25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传统家庭的资助，她们几乎就无法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

育，学习新知识，更不用说以后在社会中谋求职业，施展各自的才华了。可贵的是她们并没

有像社会中的一些女性那样，接受新式教育仅仅是“为了婚姻水准的提高，进学校去求智识，

把妇女运动作为出锋头的工具”
26
，而是要依靠自身的才学，在社会中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

职业，她们深知“女子得了职业，然后经济方能独立，经济独立以后，自然可以增高妇人解

放的势力。”
27
。 

 

三 

 

加盟《大公报》，成为这几位知识女性共同的生活经历。吕碧城于 1903 年担任《大公报》

编辑。蒋逸霄于 1927 年在《大公报》担任外勤记者，后成为副刊《家庭与妇女》的主编，

1936 年，她到《大公报》上海版工作，长期担任《上海职业妇女访问记》专栏的工作，采

访过上海各界著名的女性，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并构成该报、该版的特色之一。陈学昭于

1927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担任《大公报》驻欧洲特派记者，直到 1931 年。杨刚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到《大公报》香港版工作，主编《文艺》和《学生界》等副刊，后负责《大公报》

桂林版《文艺》副刊，1944 年 3 月，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撰写美国通信。彭

子冈于 1938 年 1 月到《大公报》汉口版开始记者生涯，后到《大公报》重庆版继续从事新

闻采访工作，仅 1943 年她就撰写了近百篇重庆航讯，曾被新闻界同行美称为“重庆百笺”，

把大后方的心声和重庆的真相及时而形象地介绍给读者。1945 年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

处记者。 

事实证明，包括在《大公报》工作的从业经历，使她们真正成为“能独立，能自谋为

生，要锻炼自己的身体逃出了生理上的阻碍，要锻炼自己的思想打破了旧礼教的束缚”
28
的

知识女性、职业女性。在成为知识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的同时，她们也面临着是否要以及如

何扮演家庭角色的问题，虽然“贤妻良母曾是传统时代中国女性的人生角色，宅院居室则是

她们劳动和生活空间的基本范围”
29
，但是这几位女性对于自己的感情归宿、家庭生活做出

了不同的选择。我们根据各自的情况，试作如下类型分析：T

第一种类型：终身未婚。如吕碧城就极力打破传统女性必须“三从”的人生模式，选

择了一条独特的生活道路。当她九岁的时候，由父母做主和同乡的汪氏订婚，但后来父亲去

世，母亲因为堂叔霸占其家产被掠去并遭到幽闭，家道衰败。这一变故，给吕碧城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甚至对她的家庭观也有所影响。因为“家庭经济的窘迫，母亲的勤劳和一切痛苦

的事项与儿童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人生真正的愉快和天伦之乐，不独没得享受，而反使她

生一种痛恨家庭的观念。”
30
特别是后来汪家因此而提出退婚要求，给她的心灵造成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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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吕碧城“方以才貌噪于时，遽蒙奇耻。”
31

此后，吕碧城的感情生活也甚为坎坷。当她在天津时，清朝驻日公使胡惟德要纳其为

妾，被她拒绝。她也曾与诗人杨云史“诗筒往还，文字因缘，缔来已久”，甚至以“天地悠

悠，我将安托”为寄，可惜的是，杨后来却和他人结合，时人不禁唏嘘不已：“沧海百年，

心事终成虚话，此真人间无可奈何事。”
32
。经历这些曲折之后，使得她对婚姻、家庭自有

一番看法：“中国男子不识义字者比比皆是，其于父母所定尚不看重，何况自己所挑？且当

挑时，不过彼此皆为色字，过时生厌，自尔不终；若是苟且而成，更是看瞧不起，而自家之

害人罪过，又不论也。”
33
因此，每当有人和她谈论婚姻之事时，她总是表明这样的态度：

“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

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34
这种独身的想法，让她

的老师、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深感忧虑，“此儿不嫁，恐不寿也。”
35
其实，并不是她不愿选

择婚姻，只是“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
36
机缘不合，使得她不

得不延续着独身生活。 

在社会上，她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奇女子。1903 年，当她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聘

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之后，便借《大公报》在社会中的影响，提出并宣传自己有关女子教育

的主张，把新式教育的兴建看成是改造女子国民素质，培养女子与男子竞争能力的有利武器，

认定要以欧美为榜样，而不应该取法古代，仅仅局限于家政和识字等狭小的范围。她不满足

于把女子仅仅培养成读书识字、能写会算、精于家政的贤妻良母。她认为，女子和男子一样，

同样是国家的主人，应该接受全面的知识训练。后来，她一度担任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辞

职后，游历欧洲诸国，最后，终老于香港。尽管她个人的婚姻、家庭之路不同于常人，但在

社会上确实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典范。 

第二种类型：虽然自主地选择了婚姻对象，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

和牺牲，但是却没有获得长久的幸福，最终以分离而结束家庭生活。分离后，她们都没有再

组成家庭，而是保持独身的生活。如陈学昭、杨刚等人。她们“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

思潮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学生，自不肯再接受家长‘包办婚姻’”。 

陈学昭留学法国时，过着半工半读的清贫生活，以为《大公报》撰写通讯维持生活，家

人为了逼她结婚，扣押她在《大公报》的稿费。但是，她并没有屈服。坚信“自由恋爱结婚

必须男女都有处世阅历和选择的眼光，才不致被感情所欺骗蒙蔽，自尝苦果。”
37
后来在法

国，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一位学医的留学生，由于同情而与之结合。1935 年 2 月，她带

着两岁的儿子，同丈夫一起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当他们回国后，陈学昭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

放弃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力，丈夫去哪里，她就跟去哪里。尽管他们曾共同决定一家人奔赴

延安，可是当她的丈夫觉得自己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如妻子的时候，心中不快，加上在所服

务的医院中工作开展得不太顺利，所以非要离开延安，陈学昭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追求，立

刻把行李收拾起来，离开他们历尽艰辛才到达的革命圣地，辗转回到重庆。后来，她的丈夫

又要去延安担任医院院长，于是，她又跟着来到了延安。尽管如此，为了孩子她宁愿维持这

段并不幸福、快乐的婚姻。但是最后由于夫妻感情愈来愈坏，以至完全破裂，两个人终于选

择了离婚。对此，她“井不遗憾，只是感到自己太软弱，不识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38
。

婚姻的不幸，并没有影响到她的事业，在从重庆到延安的途中，她还在为《大公报》的姊妹

机构国闻通讯社撰写陕北通讯。从此之后，她就一直带着女儿过着独身的生活，这主要是因

为“封建这东西还是习惯地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行动和思想里。”
39

而杨刚虽然说传统观念似乎并没有陈学昭那样强，而且她和丈夫郑侃相识于为革命事

业奋斗的过程中，但是家庭生活却维持得也并不很长久。1928 年，当杨刚入党时，郑侃是

她的介绍人。婚后，矛盾逐渐暴露。杨刚渴望投身于热烈的革命中去，而郑侃则希望过平静

的生活，两个人聚少离多，最后因为志向不同而分居。直到郑侃被日本侵略军炸死，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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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在一起，但两个人一直都是朋友。如果说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话，显然，

杨刚是选择了新闻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可能这种选择是出于无奈。而她为《大

公报》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1939 年她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时，她就表示要让

自己负责的《文艺》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为祖国抗战宣传服务。1942 年 6 月，她

来到桂林，继续编辑《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同年 7月，她作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

到东南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从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发回通信 10 多篇。她的通信反

映了广大民众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生活，以及强烈的抗日要求，宣扬了中国必胜的理

念。她的这些通信不仅后来被汇集到由桂林文苑出版社出版的通讯集《东南行》中，而且也

为她赢得声誉，受到包括总编辑王芸生在内的众多同人的褒奖。1944 年在美国期间，她撰

写了 40 多篇美国通信，在重庆和上海等地的报刊上以专栏的形式发表，有的实际上是文学

佳品。这些通信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比较详细而透彻地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向，

集中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揭示了美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实况以及淳朴率真的品

行。 

第三种类型：美好的爱情经过时间的检验，最终获得了幸福而完满的结果。如彭子冈。

中学时代的彭子冈由于才华出众，得到后来成为其丈夫的徐盈的关注，因为同为《中学生》

杂志的热心读者，所以开始通信并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为了避免被家人所阻挠，每次当

徐盈给彭子冈写信的时候，总是由彭子冈的弟弟先把信收起来，等彭子冈回来之后再转给她。

他们“鄙弃那无聊的一个劲儿缠绵的恋爱”，更“诅咒小姐哥儿们的迷在优越的享受中的买

卖式的恋爱”，
40
认为那是病态的情，畸形的爱。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共同探讨人生，剖析

社会。1936 年秋，任职于《妇女生活》的彭子冈和当时任《大公报》外勤记者的徐盈因为

要去外地采访，遂在上海开明书店的一间小房子里，在没有请一个客人的情况下就匆忙结婚

了，然后一起前往江西、安徽等地采访，写出了一系列精彩的通讯。采访归来，他们才按照

传统方式补办了婚礼。后来，彭子冈也做了《大公报》的新闻记者，从此两人被人们称为《大

公报》的“双子星座”。 

在《大公报》，彭子冈的新闻成就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丈夫。她以文笔尖锐、泼辣著

称。《大公报》汉口版在《最近来汉的四位女作家缩写》中，称赞她善于写调查和访问的文

字，是一名很好的女记者。当徐盈要调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时，她毅然离开重庆，

随丈夫到了北京，并任《大公报》驻北平记者。可以说，她在尽力兼顾家庭、事业两方面。

她曾单独闯到军调部美方人员那里，乘机去新解放的张家口采访，写出《张家口漫步》，1946

年 2 月，她还随军调部派出的调处小组前往山东兖州，以亲见、亲闻的事情，揭示出蒋介石

挑起军事冲突和争端，加剧内战危机的内幕，写成《济南小组在衮州》。可见，即使为了家

庭的完整，她要放弃一些事业上的追求，但是，依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在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之同时，彭子冈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弟弟。1937 年秋，得知苏州遭

受敌机大轰炸的消息后，一向不写诗的她，一口气写下了百行长诗，倾诉对父母的忧虑。彭

子冈还鼓动弟弟投奔延安并亲自把弟弟送到中共办事处，使他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长为

一名共产党人。1946 年冬，当姐弟短暂相聚重又分离后，彭子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公

开发表了记实体小说《惆怅》，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姐弟的思念之情。 

这几位《大公报》女编辑、记者在家庭中不仅是妻子，而且还是母亲，在动荡的社会

中如何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是她们必须认真考虑的大问题。“结婚离婚，虽然

可以取最简单最自由的方法；而对于儿童的养育，则不可不完全的责任。”
41
同时，也不能因

此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因为那是她们不依靠别人、独立于社会的资本。这样，“每人都需要

担负起她们自身在社会上的职业地位，和家庭中母性专差的两重担子”
42
，她们都曾面对两

难的困境：是“做妻”、“做母”还是“做人”？
43
加之她们所选择的新闻记者职业也比较特

殊，既辛苦又需要四处奔波。为了维护家庭的安定，保证孩子们的顺利成长，她们付出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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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代价，尤其在战乱的时代。 

在重庆为《大公报》工作时，彭子冈刚刚成为母亲。每次敌机轰炸的警报响起时，她

就得抱着孩子，提着奶瓶、热水壶和尿布，到居所下面的防空山洞中去躲避，“在黑黑的洞

内听够了“嗵嗵嗵”的炸弹声，还不知回去后水电停了没有。”
44
摘下了著名女编辑、记者的

光环，在家中彭子冈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性，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也要关心柴米油盐和

孩子的喜怒哀乐。 

和陈学昭、杨刚比较起来，彭子冈还算是幸福的。因为陈学昭、杨刚无法一边工作，

一边自己带孩子，所以只好把孩子寄养给别人或者是保育院。尤其是杨刚的女儿，除了幼年

时代，几乎很少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在女儿出生之后不久，杨刚便与丈夫分开了，因

为要离开北平，有一段时间只好将孩子托付给杨刚在燕京大学的老师包贵思，后来她自己还

曾带着女儿东奔西跑。杨刚的女儿郑光迪回忆说：“那时她带着我东转西转，我们有时在北

京，有时在上海或武汉，或香港，长则几个月，短则几个礼拜，真有如现在常用的一句话：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新到一处，她总是忙着。”
45
后来，这种颠沛流离的职业生涯，使杨刚实

在无法照顾好自己的女儿，于是不得不把女儿寄养在亲戚家。可以说，为了事业，她把亲情

都舍弃了。杨刚曾非常痛心地写道：“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

母亲。”
46
，象是一种自责。但是，杨刚对女儿的爱确实是真挚的。当她看到女儿站在高处

时，总不免“大吃一惊；然后细声劝我以后千万不能再这样。”
47

 

四 

 

综上所述，我们从《大公报》这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的生活经历中可以看出在近代

社会转型中知识女性如何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开始新闻记者、编辑生涯，独身或者通过自

由恋爱，建立小家庭，扮演起家庭角色的生命轨迹。其特点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她们都生活在多子女的传统大家庭中，而这种家庭所给予她们的，既有性别轻

视和不公平的一面，引起她们本能的反抗，又为她们的成长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和条件。 

第二，在保守而传统的家庭环境中，由于接受了一定的知识与文化，她们对新知识、

新思想更容易产生探寻的要求，从而促使她们摆脱传统大家庭的束缚，接受新式教育。然而

在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她们仍然无法完全脱离传统大家庭，尤其是来自家人的金钱资助。 

第三，社会的急剧动荡，给她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她们通过职业的选择成为

了生活的强者，为女性争得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帝国主义依然继续不断的对中国实施军

事和经济侵略、境内军阀混战不已与连年灾荒、匪患，使人民常生活在逃兵、逃荒、逃匪之

中，这对于农村凋敝和旧家族制度的崩溃，更发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48
在动荡的岁月中，她

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获得一份职业才能真正地在社会上立足，进而提高女性的社会政

治地位。“一个妇女，在政治上争取地位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争取职业上底地位也同样应该

看重。⋯⋯在职业上的地位提高同时也会促进了政治上的地位。”
49

第四，一般而言，婚姻自由和自主成为这一代知识女性独立的重要标志。有些知识女

性由于“看到自由恋爱婚姻前途的暗淡与悲愁，在旧礼教下的牺牲，”
50
因此抱定独身的态度。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建立小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在这样枯寂的社会里，

足以安慰我们的，只有美满的家庭，”
51
因此，不懈地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就是要通过

自己的努力创造出家庭的幸福和婚姻的美满。然而在事业与家庭的两难抉择中，她们更多地

是选择了事业，能够维持美满家庭生活者虽然存在，但失败者也不乏其人。当然，其原因并

非是单方面的。社会的急剧动荡不安，使人们的家庭生活与感情世界都面临更多的危机和考

验。为了克服这种种危机，勇敢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强者才是最后的胜者。 

可贵的是，由于这些知识女性普遍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因此在是否选择婚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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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对象、缔结婚姻、安排家庭生活，乃至解决夫妻矛盾，结束婚姻关系的过程中，她

们都要表达自己的意志。而当自己选定的婚姻不幸福，以失败而告终后，她们一般都不会再

结婚，而是选择独自生活的方式。可在单独抚养孩子的时候，又很难给孩子们一个比较稳定

的、适合孩子们生长的环境，只好采取寄养的方式。 

 

在《大公报》的百年发展过程中，工作其间的知识女性还有很多。她们对于事业与家

庭的态度如何？在家庭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同样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希望以后有机会对

更多的知识女性的更多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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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tering society as professional women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Their 

social missions and family roles are examined on the real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marriages and families 

so that their family roles can be clas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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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碧城（1883-1943）出生在山西太原，曾创办中国第一所公立女子学堂。蒋逸霄（生卒年不详）出生在

江南小镇陈墅，曾在济阳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南开大学等学校就读。陈学昭（1906-1991）

出生在浙江海宁，曾在海宁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海爱国女校求学，后到法国留

学。杨刚（1905-1957）出生在江西萍乡，曾在南昌葆灵女子学校、燕京大学就读，后到美国留学。彭子冈

（1914-1988）出生于北京，后迁居苏州故里，曾就读于中国大学英语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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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读书人，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蒋本人是家中幼女。陈学昭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当地县立第一小学

校长，上有四兄，父早逝。杨刚的父亲曾任武昌守备，后又做过江西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

杨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彭子冈的父亲出身苏州彭氏大族，前清时考中秀才。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东京，

专攻博物学（即生物学），学成回北京，在高等院校中任教授。彭有一姐一弟。 
3
 陈学昭著：《我的母亲》，邓九平主编：《寸草心》，同心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6 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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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学昭著：《我怎样开始写作》，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7 页。 
6
 侯杰、范丽珠著：《中国民众意识》，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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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著：《女子是个人——读傀儡家庭后》，《大公报》1929 年 10 月 3 日。 
8
 陈学昭著：《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页。 
9
 陈学昭著：《我早期的读书与写作》，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05

页。 
10
 杨刚著：《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自传》，萧乾编：《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16 页。 

11
 蒋逸霄著：《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 56 续，《大公报》1930 年 11 月 10 日。 

12
 黄伟经著：《活着，为人民而写》，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 页。 

13
 蒋逸霄著：《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 56 续，《大公报》1930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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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碧城著：《予之宗教观》，刘纳著：《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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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陈学昭著：《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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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罗苏文著：《清末上海都市女装的演变（1880-1910）——以<点石斋画报>、<图画日报>为例》，第 3页。

（未刊本） 
30
 C.T.YIN著：《我对于“独身”的见解》，《大公报》1928 年 3 月 22 日。 

31
 刘绍唐著：《民国人物小传·吕碧城传》，《传记文学》第 23 卷第 1期，第 104 页。 

32
 云若著：《隔一重洋各自愁》，《北洋画报》第 243 期。 

33
 栻王 编：《严复集·与甥女何纫兰书》，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839 页。 

34
 郑逸梅著：《郑逸梅选集》第三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4 页。 

35
 栻王 编：《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493 页。 

36
 吕碧城著：《予之宗教观》，刘纳著：《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8 页。 

37
 梁惠锦著：《妇女与婚姻自由权（1920-1930）》，第 18 页。（未刊本） 

38
 李杨著：《陈学昭》，http://www.nbip.com.cn/books/jzwx/zgxdrwcj/20/013.htm  

39
 陈学昭著：《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84 页。 

40
 《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编：《新闻界人物》十，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2 页。 

41
 Y.D著：《古本忒氏的婚姻问题观》，转引自梁惠锦著：《妇女与婚姻自由权（1920-1930）》，第 6页。（未

刊本） 
42
 虹弗著：《关于女性应有的常识》，《大公报》1933 年 10 月 29 日。 

43
 为易卜生编剧的《傀儡家庭》中女主角娜拉对自己角色的思考。“做人”是指能否通过自己的职业获得独

立的人格。 
44
 彭子冈著：《熙修和我》，《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38 页。 

45
 郑光迪著：《怀念我的妈妈》，萧乾编：《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51 页。 

46
 杨刚著：《〈桓秀外传〉·代序》，萧乾编：《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9 页。 

47
 郑光迪著：《怀念我的妈妈》，萧乾编：《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52 页。 

48
 梁惠锦著：《妇女与婚姻自由权（1920-1930）》，第 3-4 页。（未刊本） 

49
 全衡著：《访问陈学昭先生》，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 页。 

50
 励华著：《一封公开的信——写给婚姻苦闷的青年妇女们》，《大公报》1934 年 3 月 25 日。 

51
 蒋逸霄著：《我们的旨趣》，《大公报》1927 年 2 月 11 日。 

 9


